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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在构建

城市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基础上， 基于 “进口侧—国内产业—出口侧” 机制分

析框架， 深入探究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 研究发现， 城市

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促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偏离合理化， 且该过程是通过价值链进

口侧渠道效应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传导的。 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 该结

论依然显著； 且该过程具有显著的城市规模及发展水平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 此外，
区域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显示， 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仅对东、 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

级指数具有显著影响， 其中， 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是通过价值链进口侧

和出口侧双渠道效应传导的， 而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则是通过价值链进

口侧渠道效应实现的。 因此， 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 避免低端锁定， 积极发挥全

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辐射带动作用； 因地制宜、 合理制定产业政策， 促

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协调发展， 促使城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 Ｆ４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２） ２－００５４－１６

引　 　 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基于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的新型国际分
工与贸易体系逐步形成， 世界各国融入全球生产分工链条中来， 发展中国家通过学

习和模仿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使其技术进步 （邵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７） ［１］，
进而实现经济增长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２］。 而随着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 产业
结构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 ７％、 ４５ ５％、
３９ ８％转变为 ２０２０ 年的 ７ ７％、 ３７ ８％、 ５４ ５％， 同时， 就业人员占比由 ２０００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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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０％、 ２２ ５％、 ２７ ５％转变为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３ ６％、 ２８ ７％、 ４７ ７％。① 那么， 在全

球分工不断细化的今天， 中国以往巨大的贸易量以及 “世界工厂” 角色背后是否

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深化升级？ “大而不强” 的 “工业大国” 急需破解产业结构升级

难题， 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的攻关期， 在此背景下，

一国或城市的经济发展及转型升级应立足其根本来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更

应在全球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国际背景下做出探讨 （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１） ［３］。 为此， 立足全球生产分工视角， 探究如何有效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

升级， 对中国利用好国内国际双资源、 双市场促使产业结构转型， 进而持续推进经

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此外， 深入探讨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研究， 主要集中于： （１） 微观层面。 ＧＶＣ 嵌入

虽在一定程度上可强化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 但因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

俘获地位， 这将阻碍其功能及跨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尤其是内资企业 （张少军和

刘志彪， ２０１３） ［４］。 此外， 更有众多学者直接将 ＧＶＣ 视角下的产业升级直接定义为

价值链升级， 即生产产品由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高价值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品

的价值链攀升 （Ｐｏｏｎ， ２００４） ［５］， 或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的攀升 （唐
东波， ２０１３） ［６］。 （２） 宏观层面。 探究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文献较少， 其中，
与本文最为相关的， 盛斌和赵文涛 （２０２０） ［７］ 基于地区 ＧＶＣ 嵌入， 在检验地区间

产业升级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基础上， 得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成为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来源。
鉴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 研究视角创新。 在

盛斌和赵文涛 （２０２０） 基础上， 立足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 破解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内部作用机制。 在 “进口侧—国内产业—出口侧” 两端在外、 链接内部的

产业升级中， 引入城市 “进口中间品种类” 和 “出口目的国中 ＯＥＣＤ 国家数量占

比” 作为中介变量， 依次识别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
（２） 指标测度创新。 借鉴企业 ＧＶＣ 嵌入指标测度思路， 将盛斌和赵文涛 （２０２０）
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拓展至城市层面。 （３） 研究层面创新。 本文不仅探讨了城市所属

区域异质性下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差异化作用效果， 还深入探究不同区位条件下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内在差异化传导路径。

一、 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说

在分析城市嵌入制造业 ＧＶＣ 对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何种影响之前， 必须首先

分析城市嵌入 ＧＶＣ 可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城市产业结构， 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

生影响。 通过总结梳理， 我们发现： 在 ＧＶＣ “两端在外” 的组织模式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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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Ｃ 嵌入可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
一方面， 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 本文城市 ＧＶＣ 嵌入， 即在 ＧＶＣ 后向关联

下， 表现为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需求中间品。 其中， 中间品进口主要以高技术、 高

附加值中间品为主， 作为先进生产技术、 知识及资本品等中间投入的转移扩散载体

（张少军和刘志彪， ２０１３； Ｆｒａ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９［８］）， ＧＶＣ 嵌入地在潜在动态学习

曲线下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９） ［９］， 模仿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进而直接促使 ＧＶＣ 嵌入地自

身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 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中的国外关联企业除了促进企业

内日常技术变革外， 还可为国内企业提供商业惯例、 管理方法以及组织技能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０］， 并为生产人员提供技能培训、 专业化指导等 “技术支

持” 以及环保标准、 劳工标准和安全生产等 “信息支持” （张少军和刘志彪， ２０１３），
借助全球价值链的信息技术共享， 提升技术吸收效果， 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生产率。

另一方面， 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 城市 ＧＶＣ 嵌入的出口侧主要体现为： 中

国利用进口中间品， 经进一步生产、 包装、 再加工等环节制成下一级中间品或最终

品， 进而出口至其他国家。 在此过程中， 城市嵌入 ＧＶＣ， 需首先突破国际市场进

入门槛， 既而满足国际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此外， 城市 ＧＶＣ 随着参与度提高， 将

面临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 ２０１６） ［１１］、 更多的现存出口者和潜在

进入者， 出口竞争压力增大。 在买方市场 “门槛效应” 和卖方市场 “竞争效应”
的双重压力， 持续倒逼 ＧＶＣ 嵌入地通过改进生产设备、 生产工艺、 流程及技术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０） ［１２］， 提升出口产品多样化和异质性， 发展规模经

济， 提高 ＧＶＣ 嵌入地制造业生产率。
在 ＧＶＣ “两端在外” 的组织模式下， ＧＶＣ 嵌入通过 “进口侧—国内产业—出口

侧” 两端交互叠加作用， 即通过价值链进口侧渠道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的双重作用，
直接提高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而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 将促使制造业所需劳动力比

例下降， 驱使剩余劳动力等资源不断从低生产率或生产率低增长部门向高生产率或生

产率高增长部门流动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 ［１３］， 促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进而促使产业

结构趋于高级化。 在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双渠道效应的共同作用下， ＧＶＣ 嵌入将

直接提高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而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可通过 “需求引致效应”
和 “产业关联效应” 提升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生产效率 （王文和孙早，
２０１７） ［１４］。 这恶化了产业间资源分配的平衡性， 造成三次产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已有

断层和反差加大， 产业结构偏离合理、 均衡状态。 据此， 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城市 ＧＶＣ 嵌入通过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

促使城市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进而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假说 ２： 城市 ＧＶＣ 嵌入在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双

重作用下， 推动产业结构向非均衡、 非合理化发展。

二、 模型构建、 变量及数据

（一） 基准模型构建

为检验城市 ＧＶＣ 嵌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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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ｓｔｒ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ｇｖｃ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代表城市， ｔ 为年份； ｌｎｓｔｒｉｔ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采用产业结构高级

化 （ｌｎＳＨｉｔ）、 产业结构合理化 （ｌｎＳＲ ｉｔ） 衡量； ｌｎｇｖｃｉｔ为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为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控制变量集合， 包含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 ｌｎｅｃｏｎｉｔ）、 研

发水平 （ｌｎｒｄｉｔ）、 信息化水平 （ ｌｎｉｎｆｏｒｍｉｔ）、 市场竞争度 （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ｔ） 及政府干预

度 （ｌｎｇｏｖｉｔ）； μｉ为城市固定效应， γｔ为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及测度

１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可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层面 （周
振华， １９９２） ［１５］， 因此， 本文借鉴刘伟等 （２００８） ［１６］， 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如公式 （２） 所示。 其中，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越大， 表明劳动生产率越高的产业

所占产值份额越高， 产业结构处于升级阶段。

ＳＨｉｔ ＝ ∑
３

ｊ ＝ １

Ｙｉｊｔ

Ｙｉｔ
ＬＰＮ

ｉｊｔ
（２）

上式中， ｊ 为城市三次产业 （ ｊ＝ １， ２， ３）， Ｙｉｊｔ ／ Ｙｉｔ为 ｔ 时期 ｉ 城市 ｊ 产业的产值

占 ｉ 城市总产值的比重 （无量纲）， 而劳动生产率 ＬＰ ｉｊｔ带量纲， 故为消除劳动生产

率量纲， 根据钱纳里 （Ｃｈｅｎｅｒｙ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６） ［１７］， 对其做标准化处理①。
借鉴韩永辉等 （２０１７） ［１８］， 基于结构偏离度和各产业产值占比情况对泰尔指数

的重新定义， 构建如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ＳＲ ｉｔ ＝ ∑
３

ｊ ＝ １

Ｙｉｊｔ

Ｙ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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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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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ｊ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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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

Ｙｉｔ

Ｌｉｔ

æ

è
ç

ö

ø
÷ － １ （３）

其中， ＳＲ ｉｔ为 ｉ 城市 ｔ 时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Ｌｉｊｔ为 ｉ 城市 ｊ 产业在 ｔ 时期

的就业人数， Ｌｉ ｔ为 ｉ 城市在 ｔ 时期的就业总人数。 据古典经济学假设， 经济处于均

衡状态时， 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相同， 若 Ｙｉｊｔ ／ Ｌｉｊｔ ＝ Ｙｉｔ ／ Ｌｉｔ， ＳＲ ｉｔ ＝ ０， 产业结构合

理； 而若 ＳＲ ｉｔ越偏离 ０， 经济将越偏离合理、 均衡状态， 即要素投入与结构产出未

达到最有效耦合状态， 也就是产业间尚未达到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同的均衡状态。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企业 ＧＶＣ 嵌入度的测度思路 （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９］；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２０］； 张杰等， ２０１３［２１］）， 并将盛斌和赵文涛 （２０２０） 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

拓展至城市层面， 具体如下：

ｇｖｃｉｔ ＝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Ｄｉｔ ＋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ＢＥＣ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４）

其中， 下标 ｐ 和 ｏ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为加工贸易的实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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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 ＩＭＰ ｉｔｐ ／ （１－ｓｈａｒｅｉｍｐｔ ）， 同理可得，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ＢＥＣ为一般贸易的实际进

口总额，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为加工贸易的实际出口额，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为一般贸易的实际出口额； Ｄｉｔ

为城市国内销售； 此外， 针对城市过度进口情况， 将 ＧＶＣ 归并为 １。
３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ｅｃｏｎ）： 采用城市人均 ＧＤＰ 衡量； 研发水平 （ ｒｄ）： 利用科研

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表示； 信息化水平 （ ｉｎｆｏｒｍ）： 人

均邮电业务总量占人均 ＧＤＰ 比重； 市场竞争度 （ｍａｒｋｅｔ）： 为限额以上中国港澳台

地区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之和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政府干预度 （ｇｏｖ）：
政府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１ 产业结构升级

由公式 （２） —公式 （３）， 本文将测算所得的中国各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

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取年平均值， 绘制得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年均值趋势图。
由图 １ 可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产业结构高级化年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 产业

结构趋于高级化， 仅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出现过一次短暂性降低； 而产业结构合理化

年均值呈平稳下降趋势， 即城市产业结构一直处在趋于合理化的动态调整中。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产业结构升级年平均值

２ 各变量统计性分析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ｌｎＳＨｉｔ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０ ９０２ １ １８１ －１０ ２４５ ３ ６１４ ２ ８８１

ｌｎＳＲｉｔ 产业结构合理化 －０ ６１３ ０ ６５５ －３ ６５５ ２ ４９１ ２ ９５４

ｌｎｇｖｃｉｔ 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 －２ ５２４ １ ８１０ －１６ ２４９ ０ ０００ ２ ８６８

ｌｎｅｃｏｎｉｔ 经济发展水平 ９ ７９５ ０ ８３６ ７ ７２７ １３ ０５６ ２ ９５４

ｌｎｒｄｉｔ 研发水平 －４ ５０４ ０ ７３０ －７ ３５２ ０ ５０７ ２ ９５３

ｌｎｉｎｆｏｒｍｉｔ 信息化水平 －３ ５６１ ０ ５７３ －６ ３５１ －１ ２０８ ２ ９５４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ｔ 市场竞争度 －２ ２１５ １ ２７２ －７ ７９６ ０ ６５８ ２ ９４６

ｌｎｇｏｖｉｔ 政府干预度 －２ ３９７ ０ ６７６ －５ ８９５ ０ ３９６ ２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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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 以

测算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 采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以测算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研发

水平、 信息化水平等控制变量。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基准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
列 （１） —列 （３） 显示， 城市 ＧＶＣ 嵌入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促使产业结构趋于

高级化； 而列 （４） —列 （６） 结果表明城市 ＧＶＣ 嵌入的提高至少在 １０％显著水平

上促使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这验证了前文的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即城市嵌入制造业

ＧＶＣ 程度的提高将通过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 直接促

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间接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合理、 均衡状态。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ＳＨ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ｖｃｉ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１∗∗

（３ ８５） （２ ９２） （３ ２０） （１ ７４） （３ ０１） （２ ３３）

ｌｎｅｃｏｎｉｔ
１ ３３７∗∗∗ １ ２３３∗∗∗ －０ ０２８ ０ ３８４∗∗∗

（５１ ３９） （１９ ５５） （－１ ５４） （８ ８４）

ｌｎｒｄｉ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９０∗∗∗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５∗∗∗

（２ １０） （３ １４） （８ ５８） （８ ４３）

ｌｎｉｎｆｏｒｍｉｔ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８

（３ ２１） （３ ２１） （－０ １２） （１ ６１）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３ ０２） （３ ０４） （０ ２１） （０ ２９）

ｌｎｇｏｖｉ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３ －０ １８１∗∗∗ －０ １５１∗∗∗

（－２ １５） （－０ ４５） （－１１ ０７） （－７ ８０）

常数项
－１ ９９０∗∗∗ －１３ ４６０∗∗∗ －１２ ２４０∗∗∗ －０ ５２７∗∗∗ －０ ０１７ －３ ５４４∗∗∗

（－４９ ９１） （－４４ ２７） （－２１ ０４） （－２０ ５６） （－０ ０８） （－８ ８７）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８０７ ２ ７９９ ２ ７９９ ２ ８６８ ２ ８５８ ２ ８５８

Ｒ２ ０ ７３０ ０ ７６６ ０ ７６９ ０ ０７９ ０ １０２ ０ １４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系数所对应 ｔ 统计量； 无特殊说明外， 以
下同。

就控制变量而言，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研发水平、 信息化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

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与此相反， 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研发水

平易使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 而政府干预可显著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均衡合理发

展， 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特殊产业的补贴政策及适当干预， 有利于三次产业间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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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化； 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以部分牺牲落后产业为代价， 具有强势发展潜力的

产业内研发更易造成产业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在基准回归已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质变指标基础上， 借鉴袁航和朱承亮

（２０１８） ［２２］， 从产业结构层次出发， 立足产业结构高级化量变指标， 对三次产业产

值加权， 替换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为 ＳＨｎｅｗ
ｉｔ ， 具体如下：

ＳＨｎｅｗ
ｉｔ ＝ ∑

３

ｊ ＝ １
Ｙｉｊｔ × ｊ( ) （５）

此外， 借鉴干春晖等 （２０１１） ［２３］的做法， 替换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为 ＳＲｎｅｗ
ｉｔ ：

　 　 ＳＲｎｅｗ
ｉｔ

＝ ∑
３

ｊ ＝ １

Ｙｉｊ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ｌｎ

Ｙｉｊｔ ／ Ｙｉｔ

Ｌｉｊｔ ／ Ｌｉｔ

æ

è
ç

ö

ø
÷ ＝ ∑

３

ｊ ＝ １

Ｙｉｊ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ｌｎ

Ｙｉｊｔ ／ Ｌｉｊｔ

Ｙｉｔ ／ Ｌｉｔ

æ

è
ç

ö

ø
÷ （６）

２ 替换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指标

借鉴盛斌和赵文涛 （２０２０）， 考虑到地理及时间成本， 委托外贸企业代理进出

口一般会委托同一城市内的贸易代理商， 此时， 无需区分贸易代理商问题。 鉴于

此， 本文在依次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基于 ＢＥＣ－ＨＳ 识别进口中间品， 但未

考虑贸易代理商问题基础上， 替换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为 ｌｎｇｖｃｎｅｗｉｔ 。

表 ３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内生性检验

ｌｎＳＨｎｅｗ
ｉｔ ｌｎＳＲｎｅｗ

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ｖｃｉ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２７４∗∗ 　 ０ ０５０∗

（２ ６０） （１ ７７） （２ １６） （１ ９０）

ｌｎｇｖｃｎｅｗｉ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６∗∗∗

（２ ６１） （３ ０９）

常数项
１０ ６００∗∗∗ －６ ３３８∗∗∗ －１２ ２４０∗∗∗ －３ ５０８∗∗∗

（９３ １７） （－１２ ９９） （－２１ ０３） （－８ ７８）
第一阶段 Ｆ 统计量 ４６ １９０∗∗∗ ８８ ６５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２６ ３７０∗∗∗ ３９ ５５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４６ １９４ ８８ ６５１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８５８ ２ ８５５ ２ ７９５ ２ ８５３ ２ ７９６ ２ ８５５

Ｒ２ ０ ９８３ ０ １１７ ０ ７６９ ０ １５０ ０ ６５０ ０ １２８

注：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列， 圆括号中的值为系数的 ｚ 统计量； 弱识别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行， 方括号中为 Ｆ 统计量临界值。 限于篇幅所限， 控制变量等详细回归结果见附件， 备索。 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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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列 （１） —列 （４）， 无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 均

至少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 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城市 ＧＶＣ 嵌入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 为此， 本文

借鉴 Ｌｅｗｂｅｌ （１９９７） ［２４］， 采用 “城市 ＧＶＣ 与其均值之差” 和 “产业结构升级与其

均值之差” 的乘积作为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的工具变量， 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回归， 表 ３ 列 （５） —列 （６） 汇报了内生性检验的具体结果。
由列 （５） —列 （６） 可见， 城市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 处理内生性问题后， 仍与基准回归

结果一致。 此外， 第一阶段回归的 Ｆ 检验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不可识别

检验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结果均验证了所选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城市规模及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

从人口规模和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对城市层面 ＧＶＣ 嵌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展

开异质性分析。 首先， 以人口规模 ３００ 万人为界， 将城市划分为小型城市和大型城

市。 其次， 依据 ２０２０ 年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 《２０２０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将包括一线、 新一线、 二线和三线城市在内的 １１９ 个城市划为发展水平较高城市；
将剩余的 ９０ 个四线城市和 １２８ 个五线城市归类为发展水平较低城市。

表 ４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按城市规模分组 按发展水平分组 按经济周期分组

小型城市 大型城市 发展水平较低城市 发展水平较高城市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ｌｎｇｖｃ ｉ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１ ０８） （－０ ４５） （２ ９２） （３ ８１） （１ ５７） （１ ３５） （３ ９０） （２ ０７） （４ ６７） （１ ８５） （０ ７４） （１ ３７）

常数项
－１１ ６３０∗∗∗ －２ ７６４∗∗∗ －１３ ８７０∗∗∗ －４ ２０１∗∗∗ －１４ ９８０∗∗∗ －６ ００１∗∗∗ －９ ４５６∗∗∗ －１ ３０２∗∗ －１２ ９６０∗∗∗ －１ ８３１∗∗∗ －５ ２３３∗∗∗ －４ ４５６∗∗∗

（－２０ ９５） （－４ ４８） （－１５ ０９） （－８ ０９） （－１６ ０５） （－９ ６４） （－１１ ２５） （－２ ２８） （－１２ ８６） （－３ ０４） （－９ ５３） （－７ ３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９４１ ９４８ １ ８５５ １ ９０７ １ ３０１ １ ３２５ １ ４９５ １ ５３０ １ ５４６ １ ６０５ １ ２５０ １ ２５０

Ｒ２ ０ ８８４ ０ ０６７ ０ ７３４ ０ ２７２ ０ ８２０ ０ １１６ ０ ７２８ ０ ２４７ ０ ４７０ ０ ０９９ ０ ７７２ ０ ０７６

由表 ４ 列 （１） —列 （８） 可见， 小型城市和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 ＧＶＣ 嵌入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不显著， 而大型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制造业 ＧＶＣ
嵌入可有效促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偏离均衡化。 这可能是因为， 相对于人口规

模较少的小型城市来讲， 大型城市富集各类人才， 在 ＧＶＣ 嵌入过程中， 有助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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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次产业生产效率提升效应的发挥； 此外， 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其 ＧＶＣ 嵌入水

平较低， 价值链进口侧的技术吸收水平较低， 出口侧竞争效应作用有限， 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提升效应不显著； 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 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渠道

效应逐渐显现， 可有效促使第二、 三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进而促使城市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２ 经济周期异质性分析

因本文样本观测期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其中囊括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事件， 全球

贸易架构以及资本往来等国际背景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故为检验城市 ＧＶＣ 嵌入的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是否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这一事件影响存在经济周期异质性效应，
因此， 以 ２００８ 年为界， 将总样本按照经济周期分组划分为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

后， 并在此基础上， 展开异质性分析。
由列 （９） —列 （１２） 可见， 金融危机前， 城市 ＧＶＣ 嵌入显著促使产业结构

趋于高级化、 偏离合理化。 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抑制了城市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效应， 这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 一方面使国内企业在面临融资难、
出口成本上升等压力下， 经营愈发困难； 另一方面，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 国际市场

需求急剧萎缩情况下， 令全球生产分工几近重构。 由此， 金融危机的发生造成城市

的国内附加值率下降， 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造成巨大冲击。

四、 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上文研究发现， ＧＶＣ 嵌入可促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偏离合理化状态， 那

么， ＧＶＣ 嵌入是通过何种渠道发挥上述作用呢？ 基于理论影响机制分析， 价值链

进口侧渠道效应主要来自于对高技术、 高附加值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由此间接获得

的 “技术支持”， 这意味着进口中间品越多的城市， 其基于进口侧所获得的 “学习

效应” 及 “技术支持” 就越大 （吕越等， ２０１７） ［２５］， 为此， 本文采用城市 “进口

中间品种类” 来衡量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 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主要体现

为出口侧所面临的卖方市场 “竞争效应” 和买方市场 “门槛效应” 上， 而出口外

部市场可分为 ＯＥＣＤ 国家和非 ＯＥＣＤ 国家， 相较于非 ＯＥＣＤ 国家来说， ＯＥＣＤ 目的

国市场， 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消费者购买力相对更强 （吕越等， ２０１７），
“门槛效应” 较高； 同时， ＯＥＣＤ 国家市场上的潜在进入者和现存出口者更多，
“竞争效应” 更大， 为此， 采用城市 “出口目的国中 ＯＥＣＤ 国家数量占比” 来衡量

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 鉴于此， 引入城市 “进口中间品种类” （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和

“出口目的国中 ＯＥＣＤ 国家数量占比” （ｌｎｄｅｖｉｔ） 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

模型展开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ｌｎｓｔｒｉｔ ＝ α１ ＋ φ１ ｌｎｇｖｃ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７）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 α２ ＋ φ２ ｌｎｇｖｃ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８）

ｌｎｄｅｖｉｔ ＝ α３ ＋ φ３ ｌｎｇｖｃ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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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ｓｔｒｉｔ ＝ α４ ＋ φ４ ｌｎｇｖｃｉｔ ＋ θ１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 θ２ ｌｎｄｅｖ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１０）
表 ５ 列 （１） 表明： 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的提高促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列

（２） —列 （３） 显示， 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分别在 １％和 ５％显著性水平上促使进口中

间品种类增多， 促使城市更倾向于出口到 ＯＥＣＤ 国家。 由列 （４） 可见， 进口中间

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国中 ＯＥＣＤ 国家数量占比两个中介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作用效果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与列 （１） 相比， 城市 ＧＶＣ 嵌入度的系数

和显著性水平均有所下降， 这表明城市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

是通过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双渠道效应实现的。 这主要是因为， 城市嵌入制造

业 ＧＶＣ， 一方面在进口侧可进口更多中间品， 另一方面， 可更大比例地选择

ＯＥＣＤ 国家作为出口目的地， 这在进、 出口侧双渠道效应下， 直接提高第二产业

劳动生产率 （吕越等， ２０１７）， 并在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大背景下， 间接带动第三

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进而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同

理可得， 列 （５） —列 （８） 中， ＧＶＣ 嵌入促使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是通过价值

链进口侧渠道效应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实现的。 这主要是因为， 城市嵌入制

造业 ＧＶＣ， 在直接提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间接带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 由此导致三次产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已有断层和反差不断加大， 造成产业

间比例关系失调、 发展失衡， 不利于产业结构向合理、 均衡状态趋近。 综上， 验

证了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表 ５　 总样本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传导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传导机制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ｌｎｄｅｖｉｔ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ｌｎｄｅｖ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ｇｖｃｉｔ
　 　 ０ ０２２∗∗∗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３ １７） （２１ ９１） （２ ２１） （０ ９８） （２ ４１） （２１ ９１） （２ ２１） （１ ４０）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７∗∗

（４ ５７） （２ ３２）

ｌｎｄｅｖｉｔ
０ １６８∗∗∗ ０ ０７５∗∗∗

（４ ４５） （２ ９１）

常数项
－１２ ２５０∗∗∗ １ ３２９∗ －０ ６３７∗∗ －１２ ３００∗∗∗ －３ ５２０∗∗∗ １ ３２９∗ －０ ６３７∗∗ －３ ５１２∗∗∗

（－２１ ０３） （１ ９４） （－２ ０９） （－２１ ２６） （－８ ８１） （１ ９４） （－２ ０９） （－８ ７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７９６ ２ ８５５ ２ ８５３ ２ ７９４ ２ ８５５ ２ ８５５ ２ ８５３ ２ ８５３

Ｒ２ ０ ７６９ ０ ３８４ ０ １１５ ０ ７７３ ０ １４９ ０ ３８４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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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依据 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２） ［２６］， 经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再次验证了价值链进口

侧渠道效应和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作为城市嵌入制造业 ＧＶＣ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的传导路径， 是存在且显著的①。

五、 拓展分析： 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析的机制检验

（一） 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城市所处区域不同， 易使其在经济发展、 要素禀赋、 基础设施等方面

存在差异，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ＧＶＣ 嵌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为此， 按城

市所属区域划分为东、 中、 西部②， 依次展开分析，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区域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ｌｎＳＨ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ｖｃｉ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４ ９５） （０ ６０） （０ ９４） （１ ６９） （０ ５７） （１ ４０）

常数项
－９ ９５９∗∗∗ －３ ０９１∗∗∗ －１５ ８６０∗∗∗ －６ ８６７∗∗∗ －１４ ０２０∗∗∗ ０ ８７２

（－１２ ４１） （－５ ０４） （－１４ ５９） （－１０ ６３） （－７ ０７） （０ ７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３７０ １ ３９１ １ ０３４ １ ０６４ ３９２ ４００

Ｒ２ ０ ７６０ ０ １３９ ０ ７８５ ０ ２３８ ０ ８０６ ０ ２５６

由表 ６ 可见，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
其中，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集中体现在促使东部地区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提升； 而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集中体现在促使中部地

区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就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 由于东部地区多为沿海城市， 外贸经济发展迅速， 且

已处于工业化后期 （黄群慧， ２０１８） ［２７］， ＧＶＣ 嵌入程度较高， 加之主要劳动力等

资源集中于第二、 三产业， 在投入产出耦合作用下， 可显著提升第二、 三产业劳动

生产率水平， 并通过直接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 最终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与此相对

应地， 在中、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 ＧＶＣ 嵌

入对第二、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有限，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效果不显著。
而就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 虽然东、 中、 西部地区的支柱产业均是第二、 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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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单就 ２０１３ 年数据来看， 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不足 ９ ６％，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

率占总产业劳动生产率的 １２％， 在 ＧＶＣ 嵌入促使第二、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时，
对平均劳动生产率影响较小。 此外，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均普遍偏

低， 在 ＧＶＣ 嵌入对第二、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时， 对整体劳动生产率影响微弱。
而中部地区则不同， 虽然国家通过中部崛起战略持续加强中部地区 “承东启西”
作用， 但中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等天然条件影响， 其就业仍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和

部分第二产业， 尚处于工业化中期 （黄群慧， ２０１８）， 而 ＧＶＣ 嵌入直接提高第二

产业劳动生产率， 并通过产业间要素等资源的最优配置， 间接提升第三产业劳动生

产率水平， 这一过程在中部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最大而对应劳动生产率偏低的现

实条件下， 易使中部地区城市在 ＧＶＣ 嵌入中， 三次产业间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拉

大， 进而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二） 区域异质传导机制分析

由上文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可见，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

理化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那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地域间差异？ 且

各区域城市 ＧＶＣ 嵌入主要通过何种影响渠道对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上述结果？ 鉴

于此， 在区域异质性检验基础上， 深入探究其内在影响机制。

表 ７　 区域异质性下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传导机制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传导机制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ｌｎｄｅｖｉｔ ｌｎＳＨ 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ｌｎｄｅｖｉｔ ｌｎＳＲ 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ｇｖｃｉｔ
　 　 ０ ０８８∗∗∗ 　 ０ ２０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９∗ 　 ０ １７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４ ９５） （１３ ０１） （３ ０９） （１ ６０） （１ ６９） （１２ ９３） （１ ６３） （０ ８６）

ｌ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０ ２３６∗∗∗ ０ ０３５∗∗

（７ ４０） （２ ５６）

ｌｎｄｅｖｉｔ
０ ３２９∗∗∗ －０ ００６

（４ ６４） （－０ １８）

常数项
－９ ９５９∗∗∗ ２ ６１５∗∗∗ ０ ０８１ －１０ ９６０∗∗∗ －６ ８６７∗∗∗ －０ ２１９ －１ ４９１∗∗ －６ ８９７∗∗∗

（－１２ ４１） （３ ７８） （０ ２６） （－１３ ９０） （－１０ ６３） （－０ １４） （－２ ３０） （－１０ ６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３７０ １ ３９１ １ ３９１ １ ３７０ １ ０６４ １ ０６４ １ ０６２ １ ０６２

Ｒ２ ０ ７６０ ０ ４２５ ０ １９２ ０ ７７４ ０ ２３８ ０ ４０７ ０ １２０ ０ ２４６

表 ７ 为区域异质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由列 （１） —列 （４） 东部地区产

业结构高级化影响渠道可见， 进口中间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国中 ＯＥＣＤ 国家数量占比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同时与列 （１） 相比， 列 （４）
中 ＧＶＣ 嵌入度的系数和显著性明显下降， 这表明东部地区 ＧＶＣ 嵌入促使产业结构

趋于高级化是通过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双渠道影响实现的。 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

区多为沿海城市， 在信息资源畅通、 接近目标市场优势下， ＧＶＣ 嵌入进出口侧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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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选择较发达国家作为其主要出口目的国， 其竞争企业及高端消费需求不断促使

东部地区城市改善生产工艺、 生成流程， 提升产品质量及多样性， 同时不断进口更

多种类的中间品以满足多样性生产需求， 这将推动原本已处于工业化后期 （黄群

慧， ２０１８） 的东部沿海城市内第二、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加剧提升， 直接促

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同理， 由列 （５） —列 （８）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传导机制可见， 仅进口

中间品种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回归系数显著； 且相较于列 （５）， 列 （８） 中 ＧＶＣ
嵌入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明显下降， 这表明中部地区城市嵌入 ＧＶＣ 通过价值链进口

侧渠道效应， 促使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这主要是因为中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中

期， 而 ＧＶＣ 嵌入直接作用促进第二、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过程， 在中部地

区第一产业占产值比最大而对应劳动生产率偏低的现实情况下， 易使其三次产业间

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进而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此外， 经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２） 得出， 区域异质性的上述传导

机制不仅存在， 而且至少在 ５％水平上显著①。
明晰起见， 表 ８ 汇总了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双渠道效应下， 东、 中、 西部区

域间传导路径的作用效果及相应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 ８　 区域间中介效应传导机制作用效果汇总

路径类型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直接效应 ＋ ＋ － ＋ ＋ ＋

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 ＋∗∗∗ － ＋∗∗∗ － ＋∗∗ ＋

价值链出口侧渠道效应 ＋∗∗ ＋ － ＋∗∗∗ － ＋

总 效 应 ＋∗∗∗ ＋ ＋ ＋ ＋∗ ＋

注： ＋和 －号为作用方向， 分别代表加强和削弱；∗∗∗、∗∗、∗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由表 ８ 可直观得出： （１） 东部地区主要体现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在 １％水平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而且此过程是通过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双渠

道效应实现的； （２） 中部地区 ＧＶＣ 嵌入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促使产业结构偏离

合理化状态， 其主要是通过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实现的； （３） 西部地区主要

产业集中于第一产业及原材料、 能源等基础工业， 产业间发展呈高度不均衡态

势， 且其劳动力， 尤其是技术型、 知识型劳动力匮乏， 在原本 ＧＶＣ 嵌入水平较

低现状下， 无法通过价值链进口侧渠道效应吸收先进技术， 亦无法通过价值链出

口侧渠道效应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因此，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

均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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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及启示建议

当前， 全球化分工日益深化的国际背景下， 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

调整的攻关期。 鉴于此， 本文立足城市 ＧＶＣ 嵌入， 研究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结果表明：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 直接促使产业结构趋于

高级化， 间接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且无论是更换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

量， 还是控制内生性问题后， 该结论依然稳健。 影响机制显示， ＧＶＣ 嵌入主要通

过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双渠道效应， 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 而区域异质性分析及

内在机制显示， ＧＶＣ 嵌入对中、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效果不显著， 而通

过价值链进口侧和出口侧双渠道效应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

升； 另一方面， 对东、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效果不显著， 而通过价值链进

口侧渠道效应易导致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状态。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两点启示建议： 第一，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

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链接。 提升城市 ＧＶＣ 参与水平， 避免 “低端锁定” 和

“无效制造”， 并在 ＧＶＣ 进口侧与出口侧双渠道效应的有机结合下， 通过 “进口侧

—国内产业—出口侧” 的有效链接， 贯穿国内国际循环， 切实提升产业体系现代

化， 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此外， 持续发挥 ＧＶＣ 嵌入对大型城市、 发展水平较

高以及东部沿海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作用， 辐射并带动中西部发展水平较低

城市融入更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 第二， 统筹兼顾， 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和

合理化协调发展。 赋予各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 持续发挥东部地区价值链进口侧和

出口侧双渠道效应， 并注重创新应用及技术变革， 加强对高技术进口中间品替代能

力的提升。 此外， 因地制宜、 合理制定产业政策， 促进产业合理布局， 统筹兼顾、
合理调度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功能划分， 在促使

产业结构全面趋于高级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协调、 均衡， 进而破

解产业发展结构性失衡难题， 最终促使城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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